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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世纪丝路拓通背景中的日常生活书写
*1
 

——以杭州为探讨中心 

唐云芝 吴志刚 

（作者唐云芝,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吴志刚,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杭州 310028） 

【摘 要】:藉由蒙元王朝所力拓之东西丝路的畅通,13—14 世纪由东西作家共同参与的､ 以杭州为典型场域的

中国日常生活书写,呈现出异质于传统形态的新变:基于国家疆域的大开与出行范围的广拓,视域开阔的空间体认与

轻松愉悦的出行体验成为时人日常书写中的新风尚;建立于深切融合与互动基础上的多族化与国际化社交场域的形

成,带来跨族属､ 国别交游书写的繁兴;多种世界性交流质素向中下层民众生活渗透,由此一改此前中土文人对丝路

风物书写的整体虚拟形态与笔法｡ 这些新变昭彰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文学发展观的内在机制与世界性书写

这一文学形态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13—14 世纪丝路日常生活书写杭州 

13—14 世纪的蒙元王朝通过空前的疆域扩张与发达的交通建设实现了海､陆丝路的全面拓通,中国历史呈现出开放与畅达程

度前所未有的中西联结､南北一统的地理与政治格局｡在此背景中,人们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较之前代发生着显著变化,而以此为

对象的文学书写亦因应于这一时代新变｡且于此期,先后沿着通达的丝路来到中国,以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伊本·白

图泰等为代表的一批中世纪西方旅行家,更以其游历之作,使中国之民情日常,如大都､上都､杭州､泉州等一批丝路要道上的交流

都会,第一次浓墨重彩地进入世界性书写｡这些由东西作家共同参与的 13—14 世纪丝路拓通背景中的日常生活书写,构建出一幅

极具世界性体验与交流的历史画面,尤其值得文学研究者关注｡而较之政治加持的北方两都与纯海港城市泉州,依托于陆､河､海

运交通的三线贯通,由南方偏安政权首都变为大一统帝国南方统治中心及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枢纽,乃至成为13—14世纪以丝路为

纽带的世界经贸体系中心之一的杭州,无疑是更具丰富典型意义的所在｡因而本文拟以杭州为探讨中心,深入抉发丝路拓通背景

中的日常生活书写之新变及其具体形态模式,进而揭显其文学史意义｡ 

一､丝路拓通背景中的杭州空间及其日常出行书写之变 

自“吴越开镇,南宋启都”,
①
杭州确立起“东南第一州”的地位,但却长期处于一个因南北对峙与割裂而相对闭锁的地理空

间里｡至元十三年(1276),蒙元军队攻入南宋都城临安,将偏安一隅近两个世纪的江南地区纳入一个“舆图之广,历古所无”
①
的

南北大一统格局之中｡后几经迁革,杭州被确立为蒙元王朝最富庶之江浙行省省治｡并且,藉由南北大运河的直线贯通,加之元王

朝海漕的开凿,及远通欧､非,近贯南亚､东南亚､东北亚国家的海上航线的开拓,作为运河南端的杭州,不仅成为蒙元初期所设七

大市舶港口之一,亦成为泉州､庆元､澉浦､温州等其他海港通向帝都与腹地,以及帝都､腹地资源由各港口运往世界的重要接入与

接出点｡陆上丝路由大都南下,伸延至杭州;海上丝路由杭州进入运河,接续北进｡在海､陆丝路的全面贯通中,杭州虽然在入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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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14 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5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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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成为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枢纽,也成为以丝路为纽带的东西经贸体系,尤其是世界海洋经贸体系的

中心之一｡ 

从“宋国旧宫墙”到“元朝新省府”,
②
这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杭州及其外在关系空间成为与时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

背景,也由此,观瞻与感慨杭州及其所处疆域空间的变化成为时人日常生活书写中的一种新风尚｡ 

这可从 13—14 世纪时人登吟具有杭州地标性质的拱北楼诗窥见一二｡拱北楼为大德年间蒙元政府改旧宋朝天门遗址所

建,“阑楹北向,实拱皇都”,“示尊君亲上之诚也”｡
③
可见,拱北楼实际可视为官方特设的一个代表着归附于蒙元大一统政权之

后杭州政治与地理空间的象征实体｡这座位于交衢中心的楼宇成为当时五方之人往来杭州的日常经行之处,也吸引着一批名贤俊

彦登临吟咏｡这些诗篇大多借楼咏城,体现出对杭州及其所处空间变化的自觉审视｡如翰林馆臣赵孟頫与江浙行省色目官员庆童

同上拱北楼,赋诗曰:“提封内向三千里,比屋同封百万家｡”
④
喜登元朝延祐首科进士的杭州士子杨载在金榜题名后登临拱北楼,

目极南北:“北瞻帝阙三千里,南控臣藩二百州｡”
⑤
沉于下僚的浙籍诗人朱晞颜亦感兴于拱北楼“雄吞二景开黄道”之地理位置,

并勾连起杭州“远接三辰入紫薇”
⑥
的空间局势｡可见,在蒙元南北一统格局中,杭州获得了向北向南极大延伸的外在关系空间,

而活动于其中的诗人,不论身份､阶层,莫不对此有着自觉且自豪的体认与书写,并体现出逐渐向外投射的地理视域与更为开阔包

容的地理眼光｡14 世纪中叶文人贡师泰言“杭之为郡,内接京畿,外控诸国”,
⑦
正是元人从国内与国际两个视角对杭州地缘与政

治空间意义的敏锐把握｡ 

国家疆域的扩张极大拓开了杭州的外在关系空间,自然也大幅拓展了杭州的日常出行范围,而于丝路拓通背景中全面打通的

杭州陆､河､海运交通,更使得蒙元时期从杭州出行四方尤为通畅｡其中主要由大运河带来的南北往还之便捷更使得时人以杭州为

集散中心的南北流动之势在蒙元时期达到一个历史高峰,而以京杭运河贯通并由两京驿道伸延至草原上都的南北交通干线成为

其时最为繁忙的一条出行路线｡南方人士“至京师,北极和宁之地,以观乎兴王之胜地,以交于国人大族之豪杰”
⑧
为一时潮流｡大

拓的出行范围和疆域空间让时人尤其热衷于日常纪行书写,其中如钱塘道士马臻､遂昌诗人尹廷高､杭州径山寺僧楚石､金华道士

王炼师等,皆为彼时由杭州出行两都并以诗记录往返全程的典型｡从这些书写可以发现,蒙元时期的日常出行情境已深受丝路拓

通背景影响而呈现出大异于前的时代面貌｡ 

以 14世纪初马臻出行两都之程为例｡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马臻嗣天师张与材赴上都,经历了宋时南北两隔的马臻,于北上

途中“一路吟诗写驿亭”｡
⑨
据其诗,可知其先以水路,由钱塘江进入运河,渡长江,过维扬､瓜洲,再以驿路经行邳州､徐州､新州､

东平等州县,又渡汶水､御河,水陆并进,于本年五月抵上都｡“离家时节正条桑,船到瓜洲麦已黄”,
⑩2
用时近四个月｡次年初春,经

两都驿路,渡滦河南归,停大都下｡又从大都直接以运河南下,暮春时节即归西湖滨上,用时仅两月左右｡由于选择的交通方式与个

人阅历的前后差异,诗人北上与南归呈现的出行体验有着明显差异｡北上时“平野莽无人,飞沙垢颜脸”,
①
“上阙何时到,乡心日

夜悬”
②
等,反复传达着的是羁旅行役之苦｡南下则完全另一般光景｡其《渡御河》有云: 

御河出天津,浩浩流水急｡质哉鼓儿船,一站过三日｡ 

归心空如驰,布帆风力软｡曲肢倚篷窗,草岸绕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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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宋濂:《元史》卷七《本纪第七·世祖四》,中华书局,1976 年,第 1册,第 138 页｡ 

②[元]释道惠:《送杨秀才游杭州》,杨镰主编《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 年,第 20 册,第 402 页｡ 

③[元]柳贯:《拱北楼铭》,魏崇武､钟彦飞点校《柳贯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345 页｡ 

④[元]赵孟頫:《杭州拱北楼》,任道斌编校《赵孟頫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 年,第 216 页｡ 

⑤[元]杨载:《题拱北楼》,《全元诗》,第 25 册,第 268 页｡ 

⑥[元]朱晞颜:《拱北楼》,《全元诗》,第 18 册,第 339 页｡ 

⑦[元]贡师泰:《杭州新城碑》,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4 年,第 45 册,第 304 页｡ 

⑧[元]虞集:《可庭记》,王颋校点:《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750 页｡ 

⑨[元]马臻:《回南》,《全元诗》,第 17 册,第 53 页｡ 

⑩[元]马臻:《瓜洲渡书怀二首》,《全元诗》,第 17 册,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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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纵晚眺,草色浮春空｡广野无阡陌,欲往忘西东｡ 

行行计故里,未觉道路长｡缅怀燕耆旧,却在天一方｡ 

舟车载名利,动越万里隔｡讵识玄中言,若辱乃大白｡ 

圣君执大象,万方文轨同｡请看金台高,英贤尽趋风｡
③
 

鼓儿船是元初为调运粮食北上特地制造的一种轻捷之船｡诗人乘着鼓儿船,北上时不知“上阙何时到”的焦躁疲倦,已变为

“未觉道路长”的怡然自适,看似诉说着归心似箭,实际却似乎更不舍随着“浩浩流水”快速远去的京城与旧友,这从其由此前

于风尘仆仆中哀叹“富贵非所愿”
④
的踌躇之状一改为高唱圣君募贤的积极之态亦可窥知｡所以此诗虽为用杜甫纪行名作《东屯

月夜》中之一联为韵而作,但显然与杜甫诗中呈现的浓郁“客愁”有着完全不同的诗境｡这种诗境的差别,正是个体出行观念与交

通体验的不同所致｡所以,皆以运河往返京杭的尹廷高､释楚石､王炼师等人,北上与南归皆少有书写羁旅行役之苦,且随着视野的

开阔,被反复载咏于诗的是于便捷的出行中所获得的疆域体认之喜｡如“平生舆图见纸上,万里乾坤今眼观”
⑤
是初渡长江经行金

陵的乍见之喜,“太平有象如何画,人在乾坤混一图”
⑥
是终抵大都的欢呼雀跃,“丈夫四方志,未用赋归田”,

⑦
“一览山河开耳

目,何当弹铗赋归欤”
⑧
等,则莫不抒发着一种国家疆域大开中出行四方的壮怀激烈｡ 

以此出行体验再来视此前提及的题咏拱北楼之诗,又可发现,除却杭州的南北空间局势之变,诗中展现的时人审视京杭空间

距离的情境变化亦值得深味｡代表如赵孟頫“举头便觉长安近,时倚阑杆望日华”,
⑨
朱晞颜“长安只在蝉蜒处,莫向西风赋落

晖”｡
⑩
综合二者诗境:伫立于南北坦途大开中的拱北楼之上,曾经不能企及的千里之外的京城,已如在咫尺,所以当送别时连离情

别绪也毋需有｡在这里,“日近长安远”的经典情境被颠覆,援引西风与落晖赋颂离情的传统诗情亦被打破｡虽为夸张化诗语,但

确实切合了南北大运河的直线贯通使得京杭空间距离大大缩短的历史实情｡由京城看杭州亦如是｡诗人张之翰在大都送别友人赴

杭任官,有诗曰:“莫惜辞燕远入吴,圣朝南北混车书｡四千里是两都会,三百年开一坦途｡簿领定应谈笑了,宴游多在治安余｡西湖

烟景钱塘月,尽作归舟卧看图｡”⑪诗亦无半点离情之诉,倒是四千里如归的情境让人清新于目｡ 

值得补充的是,14 世纪中叶,蒙元后期的江南战火使得运河北向途梗,近海漕运航线成为南北交通要道,不仅京师“远使频从

海上来”,⑫“乘桴浮海”也成为此时江南民众日常出行书写中一种频见的南北交通选择｡这些航海出行书写,诸如“乘兴风波万

里游,清如王子泛扁舟”,⑬“北斗天中银阙时,南薰海上金帆开”,⑭“挂帆遥发海东城,十日南风万里程”,⑮“月出鲛门生海潮,

长风万里送轻舠”⑯3等语所营构的稀松寻常､迅捷自如的航海情境,让人不得不意识到当时发达的海上交通已与民众日常生活紧

密联系｡ 

                                                        
3
①[元]马臻:《鲁中》,《全元诗》,第 17 册,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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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元]马臻:《渡御河用少陵日转东方白风来北斗昏为韵》,《全元诗》,第 17 册,第 53—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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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元]朱希颜:《自题》,《全元诗》,第 21 册,第 4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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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蒙元时期的辽阔疆域与畅达交通完全改变了南宋以来吴越之士“北视淮甸已为极边,及当使远方,则有憔悴可怜之

色”的出行情境,时人乐享于千里乃至万里之行,且“殊无依依离别之情”｡
①
以故,文人纪行四方的主题突破传统之疲途､乡愁与

离情,而更多着意于传达对其所处广袤疆域空间的自豪体认以及轻松愉悦的出行体验｡正是“天朝一四海,荒徼犹近邻”,
②
“古云

行路难,今作等闲看”,
③
蒙元时期的日常出行呈现出与 13—14 世纪丝路拓通背景中“四海为家”“无此疆彼界”“适千里者如

在户庭,适万里者如出邻家”
④
这一时代性体验相呼应的面貌｡ 

二､多族化､国际化社交场域的形成与跨族属､国别交游书写之兴 

如果说 13 世纪的蒙古通过东西征略“将昔日阻塞未通之道途,尽开辟之,而使一切民族种姓,聚首相见”,
⑤
并在包容的民族

与文化政策中建立起“一视同仁,无间中外”
⑥
的多族化与国际化融居与社交场域,那么“五方之人,咸集于此”

⑦
的杭州正是其

时规模最大的典型子场域之一｡不仅因戍军､仕宦与观览北下杭州的蒙古族人数量庞大,内迁之西域色目民族“又往往编管江､浙

､闽､广之间,杭州尤多”,
⑧
东西丝路开放中,旅居来杭的异国人士亦是不绝如缕｡异族异国人士的大量迁入与过往,必然极大丰富

杭州的日常社交空间,其中之文化精英更是与杭州本土文化圈建立起辐射广泛的日常交际网络,建立于多族士人频繁且深切互动

基础上的跨族属､国别交游书写也由此空前兴盛｡ 

综观蒙元时期通过丝路内迁中土之蒙古色目后代文化精英,若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剌､高克恭､康里巙巙､丁鹤年､余阙､聂古

柏､泰不华､三宝柱､斡玉伦徒､伯笃鲁丁､薛昂夫､廼贤､沙班､月鲁不花､吉雅谟丁､金哈剌等近二十位“舍弓马而事诗书”
⑨
者,因

寓居､仕宦或游观,无一不与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文化圈建立着亲密联系｡翻阅诸人之诗文,及较长时间活跃于杭州的文人文集,

无论是仕宦显达的邓文原､袁桷､赵孟頫､黄溍､柯九思､高克恭､刘仁本,还是地方俊彦,如仇远､张雨､鲜于枢､杨载､杨维桢､胡助､

吴莱､张可久､戴良等,甚至是以王冕､释惟则､马臻等为代表的隐于山林､禅室､道院之草根民众,皆可见大量日常交游往来书写之

作｡ 

作为蒙元臣服国,朝鲜半岛上主要由元丽陆上丝路来华的高丽人士,也在蒙元时期大量深入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文化交际圈

｡14 世纪 30 年代初,高丽诗僧式无外由王京渡过鸭绿江来到大都,数年后北下江南游两浙,与道士张雨相会于杭州开元宫,时任江

浙儒学提举的黄溍适逢其会,由是赓酬唱和,“不期而集”,成为“一时之高会”,甚至有好事者绘《文会图》记之｡
⑩
由此次集会

产生的诗与图很快流传于江南乃至京师士人间,金华吴师道､莆田陈旅､大都宋褧皆有诗次韵以赋其事｡游观江南后,式无外复从

江南返大都以归高丽,时已转职京城的黄溍,及一批京师文人又皆作诗送之｡ 

13—14 世纪以日僧为主要对象的中日交游书写的兴盛更是见证了蒙元丝路拓通对时人日常社交拓展的力量｡日本是蒙元发

动两次战争皆未征服的国家,终元之世蒙日政治上并无建交,但东海航线上的日本商船往来却意外频繁,而搭乘商船频登东南港

口的日僧也成为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方文人圈中的异国风采,⑪并普遍与中土文人建立起深厚私交｡若“慕法五天竺,十七来钱

塘”⑫的铦仲刚,“丹丘博士(柯九思)与饮酒,青城先生(虞集)邀赋诗”,⑬4现存元人与其交游诗作近二十首,涉及作者有释僧妙

                                                        
4
①[元]苏天爵:《跋胡编修上京纪行诗后》,《全元文》,第 40 册,第 84 页｡ 

②[元]释大圭:《送同邑长高昌公北上》,《全元诗》,第 41 册,第 347 页｡ 

③[元]袁桷:《行路难五首(其三)》,《全元诗》,第 21 册,第 336 页｡ 

④[元]王礼:《义冢记》,《全元文》,第 60 册,第 655 页｡ 

⑤[民]李思纯:《元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74 年,第 8页｡ 

⑥[越]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二《大元诏制·元统三年诏》,中华书局,1995 年,第 58 页｡ 

⑦[元]贡师泰:《杭州新城碑》,《全元文》,第 45 册,第 304 页｡ 

⑧[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八《南山分脉城内胜迹·真教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209 页｡ 

⑨[元]戴良:《丁鹤年诗集序》,《全元文》,第 53 册,第 276 页｡ 

⑩[元]黄溍:《庚戌正月二十一日予与儒公禅师谒松瀑真人于龙翔上方翰林邓先生适至予为赋诗四韵诸老皆属和焉后三十一年岁

辛巳正月二十三日过伯雨尊师之贞居无外式公刘君衍卿不期而集辄追用前韵以纪一时之高会云》,《全元诗》,第 28 册,第 292

页｡ 

⑪[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394-395､465 页｡ 

⑫[元]丁复:《扶桑行送铦仲刚东归》,《全元诗》第 27 册,第 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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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宗泐､良琦,文人郑元祐､丁复､柯九思､虞集等｡ 

这类交游书写之兴,数量的丰富､参与者的广泛皆只能说是其表象,映射于其中的多族士人相知相契的深情厚谊与和谐相融

的文化互动情境,及这一情境背后潜藏的由 13—14 世纪蒙元丝路拓通背景带来的“四海一家”“无间中外”这一富涵地域开放

性与文化包容性的时代精神,应是更值得深究的内在动源｡ 

释惟则《筚篥引》中追忆其听贯云石以汉家铁笛吹奏北庭曲乐之情景,诚可为 13—14 世纪丝路拓通背景中杭州多族文人交

谊深厚､情感相契的一个典型场景: 

西瑛为我吹荜篥,发我十年梦相忆｡钱塘月夜凤凰山,曾听酸斋吹铁笛｡初吹一曲江风生,余响人树秋呜咽｡再吹一曲江潮惊,

愁云忽低霜月黑｡坐中听者六七人,半是江湖未归客｡欢者狂歌绕树行,悲者垂头泪沾膝｡我时夺却酸斋笛,敛襟共坐松银石｡……
①
 

此诗作于贯云石谢世十年后｡筚篥是较早传入中原的一种西域乐器,铁笛则是汉族民间自制的一种乐器｡于诗中可见,铁笛已

被贯云石熟练地用来发其“身在东南忆西北”
②
的思乡之情,并由此引发一众听者的桑梓之思｡以往刻绘胡乐之诗词往往着眼于

表演者的高超技艺或曲乐的变幻莫测,但释惟则《筚篥引》着重呈现的却是诗人与现实和追忆两重情境中吹曲之人深厚的情感联

系｡现实情境中按奏西域筚篥的阿里西瑛与释惟则共缅亡友,追忆画面中横吹汉家铁笛的贯云石与六七“未归客”同叙客愁｡不

得不说多族士人情感的相契不仅无丝毫文化隔膜之痕,反有着扣拨人心的惺惺相惜与高山流水之谊｡这种真挚情谊在欧阳玄于

《贯云石神道碑》中追忆二人相游西湖､缱绻难舍之情节亦能读取,
③
在杨维桢于贯云石逝世二十年后仍于梦中与贯云石畅游赋诗

的情景也可感知｡
④
以此来看,同为时局危亡之际为蒙元政权保有东南势力的臣子,金哈剌与刘仁本“往来防御事,一一赖斯文”

⑤

的“知己”之谊,亦莫不为金､刘苦中作乐与互勉共娱的情谊所驱｡
⑥
 

以布衣文人王逢赠与日僧进得中为代表的交游诗作则为 13—14世纪中外文人于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和谐相融的文化互动提供

了丰富的细节｡进得中是一位汉文化修养非常高的日僧,因要抄录王逢所注《杜诗本义》,遂留居王逢家中旬日,二人因此交流甚

切｡进得中也对王逢讲述了很多关于日本的故实民情,这在王逢诗作中颇有反映｡如《寄题日本国飞梅并序》: 

国相管北野者,刚正有为,庭有红梅,雅好之｡一日,被诬,谪宰府｡未几,梅夜飞至｡北野卒死谪所,国人立祠梅侧｡僧进得中云｡ 

瘴日云霾不放归,精神解惑禹梁飞｡水香霞艳浑无恙,瘦比累成带减围｡
⑦
 

序中所言管北野,即日本平安时代著名政治家与文学家管原道真｡管原道真辅佐天皇致力改革时弊,颇有卓绩,受到国人爱戴,

但却因触犯到外戚藤原氏的利益而被诬陷谋逆,遂被流放太宰府,不久即染病而逝｡“飞梅”是日本民间人人皆知的一个关于管

原道真的传说｡据说管原道真平素十分爱惜家中庭院之红梅,及被贬临发时,不舍而赋诗与之别:“东风吹兮梅花香,虽与主兮毋

忘春日之洋洋｡”
⑧
闻者甚悯,红梅亦为之动容｡在管原道真被贬不久之后,红梅夜飞至其贬所,以慰主人之愿｡进得中将这个日本著

名历史人物的传说讲与中国诗人王逢,王逢感其事而发于诗,可以说是在深切的文化互动中,与进得中达成了一种跨越了山海与

国度的历史与情感共鸣｡虽然序中所叙“飞梅”传说与原传说有所偏差,但诗中以病容憔悴的管原道真与开得正鲜的红梅所传达

出的哀婉情致却甚是符合日本“飞梅”传说的动人情韵｡ 

值得注意的是,往往认为如贯云石､金哈剌等融入中土文化圈的蒙古色目文士是以其汉化为基础,但不可否认他们依然持携

着鲜明的异族背景,异国旅居之客则更是如此｡但贯云石能尽情向中土友人抒发其“身在东南忆西北”的客愁之思,金哈剌游寓

江南时也能以诗明其基督信仰,
⑨5
梯山航海而来的进得中亦能侃侃介绍其国之历史故实,而这一切又被蒙元时期的中土文人予以

                                                                                                                                                                                              
⑬[元]郑东:《送日本僧之京》,《全元诗》,第 46 册,第 204 页｡ 
5
①[元]释惟则:《筚篥引》,《全元诗》,第 33 册,第 160 页｡ 

②[元]贯云石:《观日行》,胥惠民等辑注:《贯云石作品辑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12 页｡ 

③[元]欧阳玄著,汤锐校点:《欧阳玄全集》卷之九《元故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贯公神道碑》,四川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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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挚的接受､认可,甚至共情｡可见,作为少数民族掌握绝对政治权力,及外来文明强势冲击下的汉族传统文化的弱势守卫者,处于

蒙元丝路拓通背景中的中土文人不仅未自封于种族之限,而是深受“四海一家”“无间中外”这一时代精神的沾溉,同样有着

“包举海宇”“一视同仁”的气度与胸怀｡所以在日常交游书写中,他们明晰着他族友人的族属或国别,也并不吝啬其赞美与肯

定:杭僧释德净送北庭人蒙古赴任海康赞“北庭北多俊杰,今古世皆知”,
①
杨维桢送别唐兀氏昂吉亦指出其“西凉家世东瓯

学”
②
的背景,丁复“一一作歌”送别铦仲刚,“仿佛扶桑之故乡”｡

③
明晰的族属､国别认知与真挚和谐的交谊并存,这也正是跨

族属､国别交游所以成立的内核所在｡ 

14 世纪初叶,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从家乡威尼斯来到杭州,为这里多族人民的和谐相融所惊叹:“那样不同的种族能够和

平地居住在一起,受统一政权的管理,我感到这种事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迹之一｡”
④
诚是对蒙元丝路拓通背景中杭州多族化与国

际化融居与社交场域的有力注解｡ 

三､商贸扩大与杭州日常生活书写中的丝路风物纪实 

开展商贸是丝路拓通的要义之一,于重利的蒙元政权尤为如此｡所以当蒙古通过征并西域､夏､金,全面打通亚欧陆上交通,陆

上丝路商贸往来即随之而盛;待统一南宋后又锐意扩张海权,发展舶商,则创造了“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

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
⑤
的海舶盛况｡丝路商贸的扩大使得此前主要由皇家､贵族把控的丝路资源,由以宫廷为典型的中央特权

场域,向外延伸至地方士人乃至平民场域,而“岛屿外国珍奇诡异之物,莫不于是焉集”
⑥6
的杭州,又是其中之典型场域｡这些丝路

质素的频繁流动与大幅普及,极大拓展着时人的知识与见闻,也因此,处于蒙元时期的人们,对于域外世界信息与资源的书写,不

再局囿于此前有限的官方史书及常流于虚夸的笔记传奇形态,而往往能够藉由个人之亲历亲闻自觉输出于日常生活纪实之笔触｡ 

其一即此前少见的､或被视作“珍奇”的,且多以虚写意象进入文学书写的丝路风物,在 13—14 世纪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城

市进入平民生活,并成为文人日常生活书写中的纪实性题材｡ 

如在唐宋时期仍属贵族水果的初代丝路风物葡萄,及仅见于边塞地带､宫廷富室及胡人酒肆中葡萄酒,在蒙元时期已成为江

南本土能进行规模化生产的日常商品｡
⑦
而在“行尽葡萄三十里”

⑧
与“万株联络水晶棚”

⑨
的现实体验中,元诗中的葡萄与葡萄

酒,不再如唐宋诗词中最常用来作为代指西域或丝路珍品的泛拟意象,而往往于人情往来的日常背景中有着更为鲜活生动的具体

面貌｡诸如“山僧惠我紫葡萄,个个匀圆带粉膏”,
⑩
“葡萄美酒斗十千,杨柳小蛮腰一束”,⑪“芙蓉春帐,葡萄新酿,一声《金缕》

尊前唱”⑫等,皆是江南士子于日常活动中对葡萄或葡萄酒的热情书写｡令人注意的是,题画葡萄也在元代流行起来｡13､14世纪之

交居杭州西湖玛瑙寺的释子温即是其中一位以醉画葡萄知名的画僧,人称“翁葡萄”｡其画深受时人推崇,往来西湖之名士布衣,

如邓文原､柯九思､鲜于枢､杨载､虞集､揭傒斯､吴莱､郑元祐､胡翰､刘仁本､张宪等皆有诗题之｡而由“满框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

冰玉寒”⑬等句,实又可见画上葡萄满溢的生活气息｡ 

                                                                                                                                                                                              
社,2010 年,第 210—211 页｡ 

④[元]杨维桢:《庐山瀑布谣》,《全元诗》,第 39 册,第 29 页｡ 

⑤[元]刘仁本:《寄刘德玄知己》,《全元诗》,第 42 册,第 342 页｡ 

⑥按:金哈剌《南游寓兴集》交游诗作近 200 首,占诗集总篇数之一半,尤与元末掌领东南海运事的刘仁本酬唱频繁｡参见段海蓉

《从交友诗看金哈剌的思想》(《民族文学研究》2009 年第 1期),刘嘉伟《元代茀林诗人金哈剌刍议》(《文学遗产》2016 年第

3期)｡ 

⑦[元]王逢:《寄题日本国飞梅有序》,《全元诗》,第 59 册,第 271 页｡ 

⑧[日]菊池宽著,陈致平译:《新日本外史》,中日文化协会广东省分会,1943 年,第 65—66 页｡ 

⑨[元]金元素:《寄大兴明寺元明列班》,《全元诗》,第 42 册,第 381 页｡ 
6
①[元]释德净:《次韵饯蒙古松壑佥事之海康任》,《全元诗》,第 20 册,第 50 页｡ 

②[元]杨维桢:《送昂吉会试京师》,《全元诗》,第 39 册,第 294 页｡ 

③[元]丁复:《扶桑行送铦仲刚东归》,《全元诗》,第 27 册,第 435-436 页｡ 

④[意]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转引自[法]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魏英邦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23 页｡ 

⑤[元]汪大渊原著,苏继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岛夷志后序》,中华书局,1981 年,第 385 页｡ 

⑥[元]舒頔:《送杨子成归钱塘序》,《全元文》,第 52 册,第 204 页｡ 



 

 7 

甚至以乳香与胡椒为代表的进口香料在蒙元时期也成为地方士绅日常书写中习见的馈赠之物｡杭州布衣诗人侯克中《杨招讨

送乳香胡椒答以木瓜煎戏赠》诗曰: 

熏陆番椒各有差,海南方物到贫家｡自惭不及前人德,投我琼琚报木瓜｡⑭ 

乳香自汉唐以来流行于上流社会,又名熏陆,其上品称“滴乳”｡金华山林诗人叶颙曾获好友赠送滴乳香,有诗详陈其形､臭

⑮7胡椒在元前则主要被用作药物,亦为时之珍品｡唐代即有宰相元载贪渎胡椒八百石之事,
①
胡椒在唐宋时期进入诗歌书写则基本

为用此典故｡入元后,胡椒却成为东南地区民众日常消费量极大的一种饮食佐料｡
②
元初来到杭州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

为这里的胡椒消费量感到震惊｡
③
乳香与胡椒之所以能在蒙元时期从上流阶层流入“贫家”,并被时人作为纪实性题材书写,畅达

的丝路交通带来的大宗进口起着关键作用｡时人宋本面对泉州海舶盛况,作有诗曰“熏陆胡椒腽肭齐,明珠象齿骇鸡犀｡世间莫作

珍奇看,斛使英雄价尽低”,
④
正是对蒙元发达的海外贸易使得多种珍奇蕃货不再珍奇现象的惊叹｡ 

元代诗文中切实可亲的胡贾形象亦让人印象深刻｡王沂《老胡卖药歌》以生动传神的笔触刻画了一位久居江南的阿拉伯卖药

回回:“西城贾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竞来集”“全家妻子得

安居,箧里青蚨夜还数｡灯前酌酒醉婆娑,痼疾疲癃易得瘥”｡
⑤
较之唐宋笔记小说中以“识宝回回”为代表的,以中土观念想象与

虚构的传奇性与夸张性形象,王沂笔下的贾胡则完全是于日常生活中近距离､长时间观察与接触中的纪实形象,亲切､自然而又可

敬｡同理如吴元德《观贾胡停车》中在大都街市驾着马车的贾胡妇,
⑥
马祖常于吴地亲见的“黄金腰带耳环穿”

⑦
的波斯海贾,皆是

对一度游离于中原本土生活外围的丝路胡商,于蒙元时期“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洲焉”的背景下深入普通

民众日常的典型化纪实书写｡ 

藉由丝路的畅通与商贸的扩大,13—14 世纪的杭州日常生活书写中还出现了一些全新的丝路风物纪实形象｡ 

如被视为“海夷奇兽”的斑马便是在朝贡商贸的驿路传递中于 13 世纪末进入了江南民众的视域,并成为文人日常书写中的

“眼前珍奇”｡蒙元规定“远方以奇兽异宝来献者,依驿递”,
⑧8
曹伯启有诗曰《海夷贡花驴过兰溪书所见》,即记叙了其任兰溪主

簿时,南亚马八儿国来入贡花驴,在转入杭州驿前经过兰溪驿的情景｡所言“昨夜灯前成独笑,痴儿方诵旅獒篇”“航海梯山事可

疑,眼前今日看珍奇”,
⑨
完整呈现了诗人对“梯山航海”之事从质疑到眼见为实的一段心路历程｡“花驴儿”即斑马,为非洲特产

｡可见,马八儿国是先从非洲买入斑马再赴华进献,路线一般是航行西洋约十万里至泉州港登岸,
⑩
再转从杭州由运河北上大都｡而

杭州驿作为东南诸藩入贡北上大都的中转枢纽,《元史》载:“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

豹､鸦､鹘,留下二十有七日”,⑪则不知有多少“梯山航海”而来的珍禽异兽成为时人之“眼前珍奇”了｡曾任官于浙东的安徽诗

                                                        
7 ⑦参见尚衍斌､桂栖鹏《元代西域葡萄和葡萄酒的生产及其输入内地论述》,《农业考古》1996 年第 3期｡ 

⑧[元]艾性夫:《富阳出陆》,《全元诗》,第 19 册,第 166 页｡ 

⑨[元]成廷珪:《高昌王所书画葡萄熊九皋藏》,《全元诗》,第 35 册,第 463 页｡ 

⑩[元]华幼武:《楷上人送葡萄二首》,《全元诗》,第 46 册,第 80 页｡ 

⑪[元]吴毅:《联句毕诗兴未已复以毅句霜脍新供缩项鳊分韵得缩字》,《全元诗》,第 50 册,第 213 页｡ 

⑫[元]张可久著,吕薇芬､杨镰校注:《张可久集校注·中呂·山坡羊·春日二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98 页｡ 

⑬[元]邓文原:《温日观葡萄》,《全元诗》,第 19 册,第 12 页｡ 

⑭[元]侯克中:《杨招讨送乳香胡椒答以木瓜煎戏赠》,《全元诗》,第 9册,第 72 页｡ 

⑮[元]叶颙:《谢邵仲才惠滴乳香》,《全元诗》,第 42 册,第 154 页｡ 
8
①[唐]欧阳修:《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 4714 页｡ 

②按:元代饮食典籍无论是宫廷膳师所编《饮膳正要》,还是民间文人所撰《饮食须知》《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居家事类必用全

集·饮食类》等,皆已屡见胡椒的使用｡ 

③[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五一重章《补述行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第 360 页｡ 

④[元]马祖常:《舶上谣送伯庸以蕃货事奉使闽浙》,《全元诗》,第 31 册,第 90 页｡ 

⑤[元]王沂:《老胡卖药歌》,《全元诗》,第 33 册,第 42 页｡ 

⑥[元]吴元德:《观贾胡停车》,《全元诗》,第 30 册,第 371 页｡ 

⑦[元]马祖常:《绝句十七》,《全元诗》,第 29 册,第 382 页｡ 

⑧[明]宋濂:《元史》卷二十三《本纪二三·武宗二》,第 2册,第 5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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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舒頔有《骆驼鸡行》,所赋“铁冠凫啄颈连翠,豕身鸡项足无距”的骆驼鸡,即是外夷“数千里外远来献”⑫的非洲鸵鸟｡ 

值得注意的是,素来为皇室进贡珍品的斑马竟在 14 世纪进入了杭州市民消费领域｡后至元四年(1338),元末诗人王冕在杭州

集市上见到回回人牵着一种“能解人意,且能省识回人语”的花驴儿进行表演,引得百姓皆来围观,回回人以此获利｡王冕遂作

《花驴儿》一诗讽喻现实｡抛开江南水患民饥的传统现实背景,王冕诗中“奇遇”的这只花驴儿如何“渡江踏动江南土”⑬走入市

民视域的广阔丝路背景似乎更让人好奇｡回回驯斑马获利于江南民间,显然这只斑马已非朝贡而来｡那么这只斑马是如何从其家

乡非洲草原踏入江南水乡呢?花驴主人回回的身份或许是个切入点｡在元代,回回主要用以指称信奉伊斯兰教的西域人,包括阿拉

伯人､波斯人以及中亚的突厥各族｡⑭9王冕诗中牵着驴儿表演为生的回回,则很可能是来自波斯的啰哩回回,亦即伊斯兰历史上牵

着毛驴流浪为生的吉普赛人｡吉普赛人最初来到中国是由蒙古西征从波斯带来,也有自动流浪到中国来的｡
①
王冕诗中的吉普赛流

浪者则应该是流浪到非洲的啰哩回回在蒙元时期携着斑马,沿着海上丝路的商贸流动,一路漂泊航行而至中国的,毕竟以私人身

份从非洲以外的地方获取斑马应该都是件非常不便宜的事情｡ 

蒙元时期,非洲草原的斑马､鸵鸟能够渡海来杭,成为中土文人抨击现实的纪实性题材,并非偶然之特例,它们与时人日常生

活书写中“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葡萄佳酿､南海风物,及融于中土生活的贾胡们,共同揭示出的,是一个13—14世纪由频繁且极速

流动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支撑与刺激的,已然成熟存在的世界性丝路背景｡所以观 13—14 世纪日常生活书写,无需讶异于让平

民士子“三酌颠倒相扶将”
②
“烂醉西风也不妨”

③
的阿剌吉酒的出现,“殊方嘉寔未知名”的新鲜西域诸果现身于江南寺

院,
④
“中土向来惟见画”的塞上骆驼,不仅于北方都城“动成群”,

⑤
南方杭城亦存其剪影;

⑥
亦不必感喟于早在 14 世纪初中叶于

服饰鞋帽上已席卷中土四方的“韩流”,不仅都城女子“方领过腰半臂裁”,
⑦
江南儒士亦“紫藤帽子高丽靴”;

⑧
也似乎不必怀

疑伊本·白图泰所记杭州城里活跃着一支可用汉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三种语言演唱的中西合璧乐队
⑨
是否真实,因为就连“巷

南巷北痴儿女,把臂牵衣学番语”
⑩10
的现象于时人而言亦不稀奇｡ 

余论:时空体系的嬗变之于文学史的意义 

绾结上文的探讨,可以确然把摸到在 13—14 世纪蒙元王朝的丝路拓通背景中,由东西作家共同参与的､以杭州为典型场域的

中国日常生活书写所彰显的具体形态模式｡其一,13—14 世纪居于蒙元广阔的疆域空间与迅捷的交通网络中的人们,有着大幅外

拓的日常空间与出行范围,所以一方面,蒙元时期的日常空间书写体现出更为开阔包容的地理视域,另一方面,在自觉“游观”四

方的出行动机下,文人日常出行书写的重点往往不再是传统之疲途､乡愁与离情,更引人侧目的主题是自豪的疆域体认与愉悦的

出行体验｡其二,在“四海一家”“无间中外”的东西丝路开放中,异族异国人士以杭州为集散中心的大量迁入与过往,极大助推

着以深切交流为基础的多民族性与国际性日常社交场域的形成,并由此带来蒙元时期跨族属､国别交游书写的繁兴｡这些体现出

多族文人真挚友谊与和谐互动的交游书写,也成为蒙元时期“多元一体”中华文学形成的重要见证｡其三,依托丝路商贸往来的

                                                        
9⑨[元]曹伯启:《海夷贡花驴过兰溪书所见》,《全元诗》,第 17 册,第 380 页｡ 

⑩[明]宋濂:《元史》卷二百一十《外夷传三·马八儿等国》,第 15 册,第 4669 页｡ 

⑪[明]宋濂:《元史》卷二十三《本纪二三·武宗二》,第 2册,第 511 页｡ 

⑫[元]舒頔:《骆驼鸡行》,《全元诗》,第 43 册,第 362 页｡ 

⑬[元]王冕:《花驴儿》,《全元诗》,第 49 册,第 334 页｡ 

⑭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绪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页｡ 
10
①参见杨志玖《啰哩回回——元代的吉普赛人》,《元代回族史稿》,第 42—52 页｡ 

②[元]黄玠:《阿剌吉》,《全元诗》,第 35 册,第 205 页｡ 

③[元]李晔:《谢王彦祥见惠阿剌吉酒》,《全元诗》,第 56 册,第 66 页｡ 

④[元]释大訢:《谢张雪峰司农惠西域诸果》,《全元诗》,第 32 册,第 177 页｡ 

⑤[元]傅与砺著,杨匡和校注:《傅与砺诗集校注》卷八《骆驼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96 页｡ 

⑥按:郑元祐《杭州即事》记元末兵乱中的杭州,其中有曰“祠宫地卧驼鸣圔,秘殿春扃马矢臊｡”(见《全元诗》,第 36 册,第 337

页｡) 

⑦[元]张昱:《宫中词》,《全元诗》,第 44 册,第 56 页｡ 

⑧[元]陶宗仪撰,李梦生校点:《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309 页｡ 

⑨[摩洛哥]伊本·白图泰著,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553 页｡ 

⑩[元]潘纯:《送杭州经历李全初代归》,《全元诗》,第 36 册,第 4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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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与极速流动,多种世界性交流之质素向中下层民众日常生活渗透,并由此输出于时人日常生活书写之纪实笔触,从而扭转此

前中土文人对丝路风物书写的整体虚拟形态与笔法｡ 

如若说文学是建基于时空体系的艺术,而上述日常书写的新变及其具体形态模式,实则凸显了前此文学史研究中尚未充分研

究的重要一环,此即为时空体系中的空间维度｡⑪13—14世纪日常生活书写在情感､主题､类别､笔法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异质于传统

形态的崭新面貌,正是缘于蒙元政权力拓之广阔丝路背景所造就的全新时空格局｡基于此,则可重新审视与把捉“一代有一代之

文学”这一文学发展观及其内在机制｡作为学术史上的重要命题,清代焦循已有论及,⑫复经王国维阐发,⑬11围绕着楚骚､汉赋､骈

文､唐诗､宋词以及元曲所构建的谱系已成常识｡这一范式聚焦于主导文体,并以时间维度为视角,固然易觇文学流变之大体,但更

多地是从文学内部来思考其发展演化的｡而 13—14 世纪丝路拓通这一背景则将与时间维度相关联的空间维度自然而然地凸显出

来,并将文学内外部之间的联动机制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来｡简言之,伴随着空间布展的更新与扩大,不独地理疆域得以拓展,人的

迁移流动亦得以实现,孕育文学的社会形态发生质性的变化｡而文学内部的源流传统与文学外部的时代变化的交互,使得文学的

新变不独作用于主导文体,兼且体现于各个层面｡在时间维度的基础上,从更为广阔的空间维度着眼,一个时代的文学实则在整体

上展现着共振和鸣的历史形态｡
①12

因而时空体系及其演变,实则构成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文学发展观的内在机制｡ 

不惟如此,时空体系复以其不同的组合形态造就了更具普遍性的文学形态,揭显了文学的发展趋向｡时空体系在不同时期,或

以时间维度为主导因素,或以空间因素为中心,仅就 13—14 世纪的蒙元时期而言,空间布展的空前扩大无疑是更迭荡时代人心的

力量｡此期的日常生活书写,则整体构建出一幅极具世界性意义的体验与交流画面,开启了中外文学之间具有世界意义的交流与

沟通,这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文学形态｡仅就本文而言,世界性文学书写作为一种文学形态,伴随着空间的拓宽,呈现出一种文学

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迟滞或阻断了这一发展趋势,而当从时下全球化的时空格局回望这曾

在 13—14 世纪发生的世界性文学书写,则依然不能不慨叹于其具有之文学史价值｡因为世界性文学书写这一历史实践,不独与今

日之情实相近,而且较之歌德(1749—1832)提出“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则整整早了数个世纪｡ 

是故,若欲评介蒙元之历史与文学,乃至 13—14 世纪世界之历史与文学,这一奠定全新时空体系的丝路实是不可不措意之所

在｡ 

                                                        
11⑪按:近年来兴起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已然敏锐地把握到地理这一空间维度的重要因素之于文学的重要意义｡而本文所指称的空

间维度,不惟涵容相对静态的地理因素及其所属文化,兼且包蕴相对动态的人的流动及其文化交互｡ 

⑫按:焦循在《易馀籥录》卷一五中提出了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著名观念,于文学史编写与研究的影响甚巨｡其详情与价

值,可参见周勋初先生《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文学遗产》2000 年第 1期｡ 

⑬参见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中华书局,2010 年,第 1页｡ 
12①按:也正基于空间维度所凸显的这一历史形态,较之于作为主流的元曲,包括诗文在内的其它文学作品的意义非但不会 

弱化,反而昭示了其在究明文学发展演进这一问题上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